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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往研究关注政府组织、企业和行业协会等组织形式中政策企业家
对于推动政策创新的影响。然而，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未被相关研究所
涉及。论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山东省农业生产托管政策的变迁，揭示具有中
国特色的嵌入性组织（即农村供销合作社）中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
与机制。研究发现，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中，其所处的组织结构
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政策企业家能够基于嵌入性组织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
度关系，凭借其充分信息和制度合法性形成广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进而通
过协同各方和各层级的行动者来推动理念的实践与论证，在经历信念形成、利
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四个阶段后，推动政策创新的实现。具有中国特
色的嵌入性组织，过去往往因混合了政府、企业等不同组织性质而受到诸多批
判。论文发现了嵌入性组织新的优势领域，即嵌入性组织促进了超出自身的更
大范围的政策创新的产生。我国应加强嵌入性组织的改革与建设，提升嵌入性
组织在各类公共政策中的参与程度，从而基于其充分的信息与制度合法性的优
势来推动高质量的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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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经典文献中，政策企业家被定义为“那些通过组织、运用集体力量来改
变现有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人”（Ｌｅｗｉｓ，１９８０：９）。政策企业家们富有冒险精
神，他们愿意在充满风险的政策创新过程中投入时间、精力、金钱，致力于打
破现有政策平衡，并向其他人“兜售”自己所倡导的新的政策理念（Ｋｉｎｇｄｏｎ，
１９９５；Ｍｉｎ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７）。政策企业家理论注重个人观念、能力和政治技巧对推
动政策变革的作用。关注政策企业家理论的文献通常将“致力于创新”视为政
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朱亚鹏、肖棣文，２０１４；王礼鑫、冯猛，２０２０；赵
琦，２０２０）。过往对政策企业家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组织中的行政官僚（朱亚
鹏、肖棣文，２０１４；朱静敏、段晖，２０２１；Ｚｈｕ，２０１２；Ｈａｍｍｏｎｄ，２０１３）、市
场企业中的企业主（黄冬娅，２０１３；李聘、杨宏山，２０２０）和社会组织、行业
协会和草根ＮＧＯ中的负责人（谭爽，２０１９；李朔严，２０１７；王洛忠、李奕璇，
２０１６），这三类组织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然
而，中国特色环境下孕育的嵌入性组织中，政策企业家对于推动政策创新的实
践与影响并没有得到关注。

嵌入性组织，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孕育的一种组织形态，又被称为混合
型组织（ｈｙｂｒ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公私混合体（吴汉东、陈小君，２０１３）、准政府
组织（ｑｕａｓｉ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政府外组织（ｅｘｔｒ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等（古明明，２０１６）。这类组织在转型国家和社会中
分布广泛，通常拥有着大量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对公共政策制定能够产生重要
的影响。在中国场景下，嵌入性组织包括国企中的公益类和商业Ⅱ类国企（胡
改蓉，２０１７）、行政职能类和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古明明，２０１６；陈友华、崇
维祥，２０１７）、农村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以及大部分涉农金融机
构（董玄等，２０１６；董玄等，２０１８）。例如，供销社作为典型的嵌入性组织，集
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于一体，事业单位与社有企业“双
线运行”（汤益诚，２０１４）。本文使用“嵌入性组织”这一名称，是因为这类组
织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组织，是高度嵌入于多元、多层级网络制度关系中的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孟庆国等，２０２１）。

基于目前研究对于嵌入性组织中政策企业家的研究缺口，本文将重点关注
两个问题：第一，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时，有着怎样的
过程与机制？第二，嵌入性组织的组织特性又能从哪个方面促进政策企业家推
动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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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颇具中国特色且体量巨大的嵌入性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为例，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山东省农业生产托管政策的变迁，分析并归纳供销社的政策企
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往往
基于其组织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凭借充分信息和制度合法性形成广
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进而通过协同各方和各层级的行动者来推动理念的实
践与论证，在经历信念形成、利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四个阶段后，推
动政策创新的实现。本文丰富了对中国政策企业家类型的研究，揭示了不同于
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这些边界分明的组织体，嵌入性组织为政策企业家提供
了独特的网络地位与资源节点，从而使其在政策创新的利益赋予和联盟扩张的
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推动政策创新的方式，这增强了政策企业家理论在转型
国家的适用性。

二、政策企业家、嵌入性组织与政策创新

“谁扮演了政策企业家”“哪些因素会影响政策企业家参与政策创新”以及
“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创新”是过往政策企业家研究的核心问题（朱亚鹏、
肖棣文，２０１４）。本文将首先厘清过往文献中有关政策企业家与政策创新的理论
文献，然后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

（一）政策创新与政策企业家

政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涉及不同政策主体互动和博弈的政治过程。不同
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通常会借助自身资源优势与专业背景充当政策企业家的角
色。Ｃｏｈｅｎ （２０１６）将政策企业家区分为三种：一是公共部门中的政策企业家，
指在各级政府任职的政治领袖和行政官员；二是市场中的政策企业家，主要包
括在促进公共政策变迁上有突出贡献的工商界人士；三是第三部门中的政策企
业家，特指民间组织中的公共事务积极分子或政策倡导者。以往研究发现，不
同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在应对政策阻力时，由于本身的经济社会背景和资源丰
裕程度不同，往往会采取差异化的行动策略（顾昕、赵琦，２０２１）。

（二）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

政策创新既涉及宏观政策问题，又涉及微观组织间合作问题。在政策实施
的不同阶段，政策企业家通常通过关系网络为政策实施提供资源。

既有研究发现，对于公共部门中的政策企业家而言，结构性约束和公共部
门政策企业家的个人特质都对改革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而个人行为特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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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资本、网络地位、制度框架这四个因素及其动态互动是地方政策企业家改革
的关键（Ｈｅ，２０１８）。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主要以地方官员与基层官僚为代表。
一方面，地方官员主要凭借决策者的绝对制度优势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发
起者；另一方面，街头官僚则因其所处基层一线的环境，具有较高的社会敏感
度，同时凭借其自身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倾向于采取集体化的行动模式推动政
策创新（俞瑞雪，２０２１）。朱亚鹏和肖棣文（２０１４）通过分析南国市医保政策
创新的政治过程，将行政官员参与政策创新的动机及其在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
政策企业家的作用和策略进行了描述。文章总结了“学者型官员”的专家形象
对于政策创新“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也强调了行政官员在推动突变型政策
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与其他类型的政策企业家相比，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具有
相对集中的决策权，从而具有相对明显的制度优势（周雪光等，２０２０）。凭借行
政架构所构建的制度优势，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通过协调支持联盟与公共部门
之间的关系，将更容易地获得政策信任与公众支持（朱静敏、段晖，２０２１）。然
而，既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行政官员的政治优势更多地呈
现出“向上”回应政绩考核的需求，缺乏“向下”获取公众政治支持的需要
（朱亚鹏、丁淑娟，２０１６），仅呈现了政策创新互动过程的部分图景。

相比较而言，市场中的政策企业家则往往可以凭借其跨越公私界限的资源
以及跨越多种政策领域的能力，来推动政策创新（Ｈｅ ＆ Ｍａ，２０１８）。“中央—地
方—企业”的互动模式则将市场中的政策企业家纳入到政策网络中。学者将市场
中的政策企业家推进政策创新的模式分为四种，即“企业—中央互动”“企业—地
方互动”“联盟—中央互动”与“联盟—地方互动”。市场中的政策企业家的政
策创新过程通常体现为企业家通过向地方政府提出政策需求，争取地方出台新
政策，以增加与中央政府互动的可能性（李娉、杨宏山，２０２０）。在政企互动过
程中，学者将市场中的企业家影响地方政策过程的方式分为迎合政绩、坐地要
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和正式沟通五种（黄冬娅，２０１３），并总结了政企互动
与规制重建的博弈互动，体现了市场中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与路径。

近年来，大量学者将行业协会及ＮＧＯ组织作为研究对象（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
２００７；顾昕、赵琦，２０２１）。大量研究强调了民间社会组织及ＮＧＯ对于政策倡
导与创新的重要作用（Ｆｙａｌｌ，２０１６），并具体讨论了社会组织推动信念变迁的多
种因素（董玄等，２０１６；董玄等，２０１８）。还有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探
讨了草根ＮＧＯ、行业协会及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新中的具体作用和表现（谭爽，
２０１９；闫泽华，２０１８；王洛忠、李奕璇，２０１６）。在此框架下，李朔严（２０１７）
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对草根环保ＮＧＯ政策倡导的影响主要呈现倒Ｕ
形的关系，与西方情境下的线性关系呈现不同特点。

·９２１·

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



综上，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通常凭借公共部门组织所提供的信息优势、制
度关系优势以及自身技术专长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行动策略；而市场中的企业家
和社会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则通过塑造公共议题、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社会
网络，推动公共议题发展为公共政策（周雪光等，２０２０；王向民，２０１５）。可
见，不同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会根据自身资源和制度关系的不同，构建差异化
的行动策略来推动政策变迁。通过上述梳理，本文发现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公
共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对于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
家则更少关注。

（三）嵌入性组织的组织特性对政策企业家行动策略的差异化影响

从社会网络层面来看，政策企业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拥有的信
息、资源与权力，进而使其在社会中保持优势地位（Ｂｕｒｔ，２００９）。因此，政策
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就成为影响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的关键因素之一。政
策企业家所身处的环境与制度因素，通过影响政策企业家所使用信息的策略，
决定了他们参与政策过程的门槛，并对企业家的政策创新行为产生了影响（朱
亚鹏，２０１２）。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兼具政府和非公共组织性质的嵌入性
组织，可以通过其嵌入于多元结构中的网络制度关系，使组织在多方合作协商
时更易提供正当性；同时，嵌入性组织还可以凭借其多元嵌入关系，打通各主
体之间的制度区隔，减少多方合作中的交易成本（孟庆国等，２０２１；陈思丞，
２０２０），从而更易推动政策创新。

嵌入性组织，即嵌入于多元、多层级网络制度关系的组织。（１）嵌入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就是有共同体一般的联系（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２）多元，
就是指用多重制度逻辑（Ｂｅｓｈａｒｏｖ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４；周雪光、艾云，２０１０）来评
价和塑造组织行动者认知与行为的规则和准则，例如，政府科层的预算最大化
制度逻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制度逻辑和社会组织的利他制度逻辑等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 Ｓｕｄｄａｂｙ，２００６）。 （３）多层级，就是指科层制内的层级，例如，
政府科层就是从中央到乡村，企业科层就是从董事会到最低层级。区别于混合组
织概念具有较强的描述功能且强调不同组织成分的混合，嵌入性组织概念的分析
功能更强，能够深入到网络制度关系层面，着眼于不同制度关系“圈层”的嵌入。

嵌入性组织的提出主要基于关系产权与混合组织两大理论。首先，关系产
权概念是解释中国转型经济中产权的结构与作用的主要理论。周雪光（２００５）
从社会学制度学派逻辑出发，提出关系产权概念，强调一个组织的产权是该组
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结果，而非像经济学家提出的那样反映了企
业独立性。关系产权概念解释了模糊产权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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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的所谓模糊产权，即既像政府又像企业但又不是任何一者的产权状态，
其实反映了地方政府与厂家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关系近似于血缘纽带的“圈
内关系”，可以降低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交易成本（周雪光，２００５）。本文将
关系产权概念进一步一般化为制度关系，以便扩大解释力。本文认为，只要是
组织间制度化的、非人格化的关系，不论是否体现为企业产权、不论是否已经
稳定发生，都属于制度关系。毕竟，理性制度塑造的非人格化关系在现代社会
越来越重要（Ｗｅｂｅｒ，１９６８），而组织间关系除了产权入股之外，还有物品交易
与多种合作，以及虽然未形成稳定联系、但有充足制度合法性可以形成稳定联
系的关系。换言之，制度关系就是指因制度而发生、维系和消减的关系，它不
同于因人际互动而发生、维系和消减的人格化关系。周雪光（２００５）在论述产
权是一束关系的命题时，已经提及了制度关系的思想，他提出“关系产权的概
念及这里隐含的关系是建筑在稳定的制度结构上的”，并指出产权基础上的关系
具有超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

嵌入性组织在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例如国企中的公益类组
织、供销合作社和大部分涉农金融机构就是嵌入性组织的典型代表（胡改蓉，
２０１７；董玄等，２０１８）。因此，嵌入性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主体，
很有可能凭借其制度关系层面的优势，成为推动政策创新的重要推手。

通过比较公共部门、市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本文发现不
同的制度关系虽然可以为组织内的政策企业家创建相对应的信息资源与平台，
但也因其制度关系的单一性对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形成了一定的限制。相反，
跨体制的嵌入性组织，则往往可以凭借其多嵌入、多网络、多节点的组织特性，
给予制度网络关系中的政策企业家更丰富的制度关系及信息资源，打破单一组
织所造成的限制。本文认为，嵌入性组织的组织特性可以为政策企业家在政策
过程中的利益赋予阶段提供信息优势，在联盟扩张阶段为政策企业家提供制度
关系优势，从而凭借充分的信息和制度的合法性形成广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
通过协同各方和各层级的行动者来推动理念的实践与政策的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案例选择

从研究问题出发，本文选取了山东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山东供销社”）
这一混合了政府和市场主体并嵌入于多元、多层级网络制度关系中的嵌入性组
织进行研究，并以农业生产托管的政策变迁过程作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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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村实践中最靠近基层的一种制度性政策，即农户付费购
买生产服务，将测土配方、耕地、播种、喷药、收割等环节全部或部分地外包
给专业服务组织，也被称为农业外包、合约工作、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孔
祥智、钟真，２０１７；董玄等，２０１９）。农业生产托管合约选择灵活，以服务规模
化弥补小农户土地细碎化的不足，实现了农业节本增效，有机衔接了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韩长赋，２０１９；韩俊，２０１８；陈锡文，２０１８）。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
全国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超过１５亿亩次。已有十余个中央部委机构制定了支持政
策，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１５５亿元支持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
化服务；２０２０年，生产托管项目资金增加到４５亿元，项目实施省份达到２９个①。

然而，这一政策却是在经历长达十余年的“政策沉默”后，才得以成为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构成。农业生产托管政策作为继土地流转之后的中国
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是继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社之后的小农户现代化的第
三次新动能（冀名峰，２０１８）。虽然早在２０００年就有文献可追溯到农业生产托
管政策的相关实践，但这一政策却直到２０１６年才获得相对应的政策支持。为探
究这一现实疑问，本文以２０００年为起点，沿袭政策创新过程中行动者互动的政
策产出路径，将嵌入于多元、多层级网络制度关系中的嵌入性组织———山东供
销社，进行具体的过程追踪，并逐步剖析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凭借其多
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通过信念形成、利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
四个阶段实现政策创新的具体机制。

（二）案例研究方法的选择

案例研究法不仅适用于回答本文“Ｗｈｙ”（为何）的问题，同时也适用于解
答本文“Ｈｏｗ”（如何）的问题。案例研究法可以使研究者对现实有丰富全面的
描述（Ｙｉｎ，２００９），适合对政策创新的过程追踪（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通过确认行
动者之间的关联及关键事件的时间序列，建构符合实践逻辑的理论（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７）。

（三）资料来源

本文数据可信度较高。首先，笔者通过收集一手访谈资料，建立基本事件
脉络。然后，全面收集公开资料以验证和补充访谈资料。最后，通过对期刊报
纸数据库的检索和分析，形成了资料三角验证（Ｙｉｎ，２００９），以增强分析可信
度。在资料收集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农业生产托管的政策过程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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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实施过程中研究可能会出现的观察者影响事件过程的问题
（Ｄｏｚ，１９９６），笔者的调研工作主要为请教问题和收集资料，并没有提供咨询建
议。多轮调研访谈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笔者结合研究目的，从前期访谈
的内容和访谈者推荐中确定下一轮的访谈对象和问题。经过对农业生产托管从
理念到政策的过程追踪，我们建立了较为清晰的时间线，确立了完整的事件传
导链条。另外，案例中所列的数据均来源于亲历者的记录和回忆。资料的收集
情况最大程度还原了政策企业家发起创新的过程与实践（见表１），以确保本研
究资料收集信息的饱和程度。

表１　 资料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 收集方式 调研对象

访谈 多主体访谈

农村政策制定者和中央政府内智库人员；山东省
供销社主任、副主任、发展规划处处长；２０１５
年服务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发言专家学
者；全国和省市县乡镇级供销社；市级农业部
门；托管服务主体；农户

文献 网络搜集 所有访谈中提到的事件在公开渠道查证资料；
ＣＮＫＩ与托管相关所有文献统计

档案记录 供销社查阅原始资料 供销社农业生产托管台账和原始合同、供销社为
农服务中心建设合同、供销信息简报等

直接观察 供销社机关、企业和
基层社工作现场

供销社机关各部门业务运行、企业治理、基层社
资产处理和市场竞争

参与式观察 旁听供销社农业生产
托管相关工作会

供销社与政府关系、供销社各层级关系、机关与
企业关系

实物证据 参观农业生产托管作业 大型农机与小型农机对比、植保无人机作业、选
种育种和冷库等设备参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山东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创新过程

借鉴已有对政策企业家的研究（朱亚鹏、肖棣文，２０１４；朱亚鹏、丁淑娟，
２０１６；Ｈｅ，２０１８；Ｈｅ ＆ Ｍａ，２０２０），我们将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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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个阶段，即信念形成、利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在信念形成阶段，
伴随共同政策信念的逐步扩张与影响，政策企业家确定了特定的知识主张；在
利益赋予阶段，政策企业家通过利益赋予，推动其他利益相关者接受问题界定
的过程；在联盟扩张阶段，政策企业家逐渐确立网络制度关系，联盟扩张带来
了政策资源扩张；在创新涌现阶段，政策企业家凭借已形成的网络制度关系，
动员各层级行动者推动政策变迁。本部分将重点讨论嵌入性组织的政策企业家
在信念形成、利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四个不同阶段中如何凭借嵌入性
组织赋予的多重制度关系优势，调动网络制度关系中各层级的资源，推动理念
的实践与论证，从而推动政策创新的实现。

（一）信念形成

在信念形成阶段，政策企业家（山东省供销社主任Ｈ）主要通过与专家学
者、政策制定者①互动，提出和初步论证一种新的信念，即土地托管其实是土地
流转的有效替代路径。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政策制定之前，土地流转是中国农
业经营方面最主要的政策。农业生产托管在２０００年后逐渐发展起来，但由于人
们普遍将其认作是土地流转的子项，因而并未引起太多的政策关注，直到山东
供销社推动了政策创新。山东供销社新任主任Ｈ是本文山东供销社案例中推动
政策创新的关键的政策企业家。促使政策企业家行动的关键往往是其自身的激
励目标，在山东供销社案例中，对于供销社主任Ｈ而言，激励就是“有为才有
位”。作为政府内较为边缘的部门，供销社从２００９年后才转入农口，急需在农
村工作中做出创新贡献才能提升部门地位。在这一激励目标下，山东供销社主
任Ｈ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信念的第一倡导者。山东供销社主任Ｈ的过往经历缺乏
在农口、供销社的履历，在２０１３年３月新上任后，受到《人民日报》对山东供
销社土地托管报道（标题为《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为农民打工》）的启发，Ｈ
主动从中国城镇化大进程的角度，而不是供销社本系统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待
土地托管。而后，Ｈ在报纸上写下批示“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农民群众服务，
是我们供销社的职责所在，汶上供销社搞土地托管，为农民打工，为我们履行
职责走出了一条路子，希望各市供销社学习借鉴（２０１６０４２５②，某市供销社主
任）”，并获得了省里分管副书记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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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念形成阶段的行动者中，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政策企业家互动的主要对象，
但不是唯二对象，如图２所示的其他行动者为该阶段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期基础，使信念
形成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凭有据。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表示参与观察的日期是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下同。



信念形成中更为关键的启发是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全
国供销总社调研时，提出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高度
去研究供销社工作，并提出“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新概念（汪洋，２０１３）。本
来，副总理提出“服务规模化”这一新概念的本意并非是针对农业产中（土地
托管），而是指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其他服务，这些原本就是供销社的传统主
业。看到“服务规模化”这一新概念后，山东供销社主任Ｈ产生了引申联想，
既然土地托管可以说是服务规模化，那相对应的土地流转就是生产规模化
（２０１６１１２０，某省供销社主任）。Ｈ更进一步地想到，土地流转之前有土地兼
并、非粮化、成本快速上涨等弊端，而土地托管恰好又没有这些弊端，为何不
考虑将土地托管与土地流转并置（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将土地托管看作服务规模化，
同时将土地流转看作生产规模化？Ｈ认为这种对应的比较也正好契合副总理讲
话的精神要义，如此，新的信念形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信念形成：土地托管是土地流转的替代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山东省供销社在汶上县召开了全国第一个以服务规模化
为主题的会议“全省供销合作社推进现代农业服务规模化现场会”。会前，在Ｈ
的带领下，山东省供销社领导班子与“三农”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
部专家ＬＳＹ进行了交流。农村部专家ＬＳＹ高度认可其想法，并详细解读了土地
流转存在的高地租、非粮化、非农化、排斥小农户等弊端。在中国持续推进农
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ＬＳＹ对Ｈ提出以土地托管、服务规模化的方式作
为替代路径的观点表示认可，并称这是具有政策价值的（２０１６１１２３，某省供销
社主任）。在专家的支持下，供销社主任Ｈ在次日讲话中正式提出新认知：

汶上、桓台、寒亭、东阿等地顺应时代要求，适应农民需要，大力开展
大田作物土地托管服务，探索了不同于土地流转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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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走的就是服务的规模化之路，为我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推进
这项工作赢得了主动。（２０１６１１２３，某省供销社主任）
在此之后，基于供销社这一嵌入性组织的制度特性，凭借多元多层级的制

度关系，这次现场会的材料以及Ｈ在会上所提出的新认知得以直接报送至全国
供销总社，并成功引起了全国供销总社新任主任的重视。总社主任前来实地考
察交流，随后就确定了将当年的全国供销社现场会，放到山东供销社土地托管
发源地济宁汶上召开。这一年的供销社全国会议成为接下来开启利益赋予阶段
的契机。在总结信念形成阶段，山东供销社主任Ｈ、专家以及全国供销社的互
动结果将山东供销社为拓展自身服务领域所开展的大田作物托管服务，定义为
解决土地流转问题的主要解决路径，强调了促进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土地托管实
践。而供销社主任Ｈ基于自身激励目标，抓住时机与机遇对新理念进行推广与
宣传，借助供销社嵌入性组织特性，凭借多元多层级的制度网络联结，快速地
将新认知推广至整个供销社系统。

（二）利益赋予

在利益赋予阶段，政策企业家通过克服信息沟通和试点推广等障碍，使更
多行动者认识到推动土地托管政策过程是实现自身诉求的首要途径。这一阶段
的主要行动者包括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陪同副总理调研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中农办）人员、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和山东省地方政府，而山东供销社主
任Ｈ依旧发挥其政策企业家的作用。中央政策制定者的激励是找到可推广性与
土地流转相当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山东省地方政府的激励是尽早在继过去
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之后，再次成为全国农业先行示范区。这一过程中，
政策企业家赢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使地方政府、企业、为农服务中心、基
层社和农户有了更多利益激励来推动土地托管实践探索，包括愿意投入更多物
质、宣传和注意力资源来支持土地托管政策的推广（陈思丞、孟庆国，２０１６）。
凭借供销社嵌入性组织的多层级制度关系，行动者网络中的政策企业家（山东
供销社主任Ｈ）及其他行动者足以通过多元、多层级的制度网络关系，克服信
息沟通和试点推广障碍，更快地将土地托管的政策意义提升到与土地流转相当
的高度。
２０１３年年底，全国供销社会议在山东召开后，凭借供销社系统的多层级制

度优势，在山东供销社主任Ｈ的努力下，会议材料直接报送至分管副总理，并
成功引起了副总理的关注和批示。在随即（２０１４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春季农业
生产会上，山东供销社土地托管被列入副总理考察的三个现场之一。在生产会
上，副总理高度评价了土地托管这一实践，向在场人员讲，农民外出打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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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社为农民打工，这很好地解决了总书记提出的“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
题（侯成君，２０１７），并且在一年后又再次提起这次考察。这次考察意义重大，
一方面，中央农业政策制定者开始高度重视山东的托管实践，领导考察后，国
务院批复了山东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方案，其中特别强调要以服务规模化为重点；
同时，当时陪同考察的中农办人员在接下来的联盟扩张阶段中起到了迅速凝聚
共识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山东地方政府通过激励先行，为土地托管实践提
供了更多政策支持。如高密、临沂等地，通过增加土地指标和提供多项优惠政
策来支持为农服务中心建设。这些政策经验得到了全国供销总社的推广，全国
性的实践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策制定者的激励和信心，由此，联盟得以
进一步扩张。通过以上回顾，可见供销社系统的嵌入性组织架构为政策企业家
提供了绝佳的利益赋予网络，网络中各层级的行动者在受到新认知的感召后为
政策企业家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这也为下一步的联盟扩张做好了准备。图２
展示了农业生产托管政策过程中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图２　 农业生产托管政策过程中政策企业家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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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盟扩张

在联盟扩张阶段，在山东供销社主任Ｈ的努力下，政策网络新加入了更多
的行动者，包括中农办、各省供销合作社、山东省各县市供销社、各地农办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智库的专家学者。因为山东供销社独特的嵌入性组
织特性，供销社主任Ｈ所承接的调研活动得到了各制度网络层级上不同组织的
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在Ｈ的推动下，中农办专家对山东供销社土地托管进
行了充分的调研并得到了清楚的认识，认准了托管是足以弥补流转不足的重大
创新。其较为权威性的认知迅速凝聚了其他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共识。在联盟
扩张阶段中，各组织的专家行动者在接受了Ｈ的观点后，将土地托管抽象简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为“不流转土地也能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这一共识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政策制定机构和专家学者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和一
致行动。

在扩张阶段，最关键的行动者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他们的调研和分
析对政策制定是最为重要的且具有直接影响。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到７月４日，
Ｈ不仅争取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到山东供销社实地调研，并凭借供销社组
织的制度关系优势，将调研报告发布在系统内刊物上。同时，中农办主任还在
多个不同场合的演讲中，以几十分钟的篇幅介绍了服务规模化，且以山东托管
为例，彰显了中农办对山东托管的深入研究和明确认同。其中，最常举的一组
数据是山东有近１亿亩土地，虽于１９８４年就有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概念，但
在３０多年后土地流转的面积也只占了全省土地面积的２３％左右。通过不流转土
地规模经营形式，也就是土地托管，才几年时间，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土地托管
面积已经占了全省土地面积的２６％。中农办主任在公开演讲中给予托管多次极
高评价。例如，他在武汉召开的部分省（区）深化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山
东土地托管，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典
范，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些公开演讲的听众包括了国家农业政策制定者、国
家农业智库人员和新闻媒体，因此起到了短时间内迅速凝聚共识的作用。２０１５
年９月７日，在山东高密召开的“服务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上，Ｈ邀请了国家农业政策制定方面主要的智库机构和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专
家现场调研托管发展并进行了研讨，又进一步凝聚了共识。

（四）创新涌现

凭借供销社这一嵌入性组织多元、多层级的制度关系优势，Ｈ发挥了协调
各方的作用（如图３所示），最终推动政策创新。政策创新这一阶段遵循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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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策的制定惯例，即中央“一号文件”定调后，其他部委制定具体政策。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土地托管与土地流转并列强调。前者对应规
模化服务、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后者对应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样
将土地托管提到了和土地流转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强调，为后续的动员和具
体政策的支持提供了明确依据。随后，在全国供销社会议上，副总理评价“山
东探索土地托管服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避免了‘非农化’‘非粮化’
的问题，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农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侯成君，２０１７）。
接下来就是十余个中央单位发布具体支持政策，随后每年都有支持政策陆续
发布。

图３　 农业生产托管政策过程事件
注：上文中已体现政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事件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上述案例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托管政策是政策企业家利用嵌入性组织这一
有利条件逐渐促成的。农业生产托管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都有政策企业家
Ｈ的参与，而且政策企业家发挥了协调各方的作用。通过观察以上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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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时间线可以发现，政策企业家参与的一系列事件被分为四个阶段：山东土
地托管政策从最初形成的政策理念创新，一步步经历利益赋予和联盟扩张，并
最终进入创新涌现。本案例中政策企业家因身处嵌入性组织的供销社体系中，
得以凭借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优势来广泛协同各方和各层级，推动实
践、加强论证，为政策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加速了土地托管政策的创新。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过往研究忽视的政策企业家类型，即处在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
业家。研究发现，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中，其组织结构发挥着重
要影响作用，而影响机制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制度关系发生作用的。相比于其
他组织结构，嵌入性组织拥有嵌入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的优势，能为
政策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农业生产托管已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政策，
这一理念成功地从最基层上升至最高层，供销合作社发挥了其嵌入性组织的网
络制度关系优势，协同“上下左右”各方，推动了托管理念的实践与阐释，为
政策创新提供了支撑。本文丰富了对中国政策企业家类型的研究，增强了政策
企业家理论在转型国家和社会的适用性。

本文还倡导超越制度二分思维，以制度关系概念推进对现实组织制度的研
究。现有制度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沿袭二分思维，武断地假定“转轨”即不是
公有制就是私有制，不是政府就是市场，不是国家就是社会。过去的学者认为
政府和非公共组织的分离才能促进分工（萨瓦斯，２００２），帮助政府剥离企业政
策性负担（张维迎、马捷，１９９９；林毅夫、李志

"

，２００４），并通过政策实现政
府购买服务或政府自制服务（萨瓦斯，２００２；苏明等，２０１０；蔡长昆，２０１６），
从而避免出现预算软约束、内部治理问题所带来的财政和债务负担。然而，也
有研究发现混合不同性质的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为多方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并提
供制度合法性是嵌入性组织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孟庆国等，２０２１）。例
如，扶贫工作队的混合科层组织特性能促进资源汇聚、采集信息和培训干部
（邓燕华等，２０２０），政府控制权与政府投入匹配是混合组织可持续的重要条件
（董玄等，２０１８）。当农业部门因被剥离经营管理职能而成为纯行政部门后，由
于其脱嵌于市场，无法用经济手段整合农业生产托管涉及的服务企业、农户、
农资经销企业等众多市场主体；而供销社由于嵌入于商业制度关系，所以可以
整合各类市场主体来促进托管服务（孟庆国等，２０２１）。同样地，众多市场主体
由于未能嵌入于政府制度关系，因而很难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者；而供销社因其
嵌入于政府制度关系，可以将基层实践理念充分地反映给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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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组织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组织方式，过去因为混合了政府、企业等
不同性质而受到很多文献的批评。本文发现了嵌入性组织新的优势领域，即促
进了超出自身的更大范围的政策创新的产生，其机制就是发挥制度关系优势，
集散各方信息、协同各方行动，从而促成各方共识，推动政策创新。因此，随
着组织间协同与政策创新这一主题受到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的重视，本
文认为我国应加强嵌入性组织的改革与建设，重塑嵌入性组织这一具有中国特
色的组织形式，加强对于国企、事业单位等具有嵌入性组织特色的组织的建设
与应用。同时，由于嵌入性组织具有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优势，应该
提升嵌入性组织在各类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参与程度，从而基于其充分的信息
与制度合法性的优势来推动高质量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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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ｈｉ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４８ － ６６ ＋ １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董玄、孟庆国、周立（２０１８）． 混合型组织治理：政府控制权视角———基于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的多案例
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４：６８ － ７９ ＋ １５２．
Ｄｏｎｇ，Ｘ．，Ｍｅｎｇ，Ｑ． Ｇ．，＆ Ｚｈｏｕ，Ｌ．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６８ － ７９ ＋
１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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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玄、周立、刘婧癑（２０１６）． 金融支农政策的选择性制定与选择性执行———兼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农业经
济问题，１０：１８ － ３０ ＋ １１０．
Ｄｏｎｇ，Ｘ．，Ｚｈｏｕ，Ｌ．，＆ Ｌｉｕ，Ｊ． Ｙ． （２０１６）．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ｌｏｗ：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０：１８ － ３０ ＋ １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古明明（２０１６）． 准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公共组织研究领域． 国外理论动态，５：１３３ － １４３．
Ｇｕ，Ｍ． Ｍ． （２０１６）． Ｑｕａｎｇ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５：１３３ － １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顾昕、赵琦（２０２１）． 中国政策企业家研究的理论反思：身份类型、活动功能和行动性质．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４：１７１ － １８１．
Ｇｕ，Ｘ．，＆ Ｚｈａｏ，Ｑ． （２０２１）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１７１ － １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长赋（２０１９）．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业经济问题，１：４ － １６．
Ｈａｎ，Ｃ． Ｆ．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４ － 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俊（２０１８）．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管理世界，８：１ － １０．
Ｈａｎ，Ｊ． （２０１８）． Ｔａｋ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Ｔｈｒｅ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Ｇｏｏ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８：１ － 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侯成君（２０１７）． 土地托管构建综合性为农服务体系，中国农业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ｗｓｚｂ２０１７ ／
ｓｎｆｚｄｈ ／ ｊｂｙｊ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５＿１２７８２３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日．
Ｈｏｕ，Ｃ． Ｊ． （２０１７）． Ｌ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Ｂｕｉｌ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ｗ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ｗｓｚｂ２０１７ ／ ｓｎｆｚｄｈ ／ ｊｂｙｊ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５ ＿１２７８２３２ 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改蓉（２０１７）． 论公共企业的法律属性． 中国法学，３：１４２ － １６３．
Ｈｕ，Ｇ． Ｒ． （２０１７）．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１４２ －１６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冬娅（２０１３）．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 社会学研究，５：１７２ －
１９６ ＋ ２４５．
Ｈｕａｎｇ，Ｄ． Ｙ．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Ｄ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５：１７２ － １９６ ＋ ２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冀名峰（２０１８）．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三次动能． 农业经济问题，３：９ － １５．
Ｊｉ，Ｍ． Ｆ． （２０１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９ － 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孔祥智、钟真（２０１７）． 供销合作社改革、土地托管与服务规模化———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调查与思考．
中国合作经济，１０：３６ － ４０．
Ｋｏｎｇ，Ｘ． Ｚ．，＆ Ｚｈｏｎｇ，Ｚ． （２０１７）．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Ｌ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０：３６ － 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娉、杨宏山（２０２０）． 政企互动与规制重建：企业家如何推进政策创新？———基于深圳改革经验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３：４９ － ６１ ＋ １６８．
Ｌｉ，Ｐ．，＆ Ｙａｎｇ，Ｈ． Ｓ． （２０２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Ｈｏｗ Ｄ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４９ － ６１ ＋ 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朔严（２０１７）． 政治关联会影响中国草根ＮＧＯ的政策倡导吗？———基于组织理论视野的多案例比较． 公共管
理学报，２：５９ － ７０ ＋ １５５．
Ｌｉ，Ｓ． Ｙ．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ｏ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ＮＧＯ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５９ － ７０ ＋ １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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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李志
!

（２００４）．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２：１７ － ２７．
Ｌｉｎ，Ｙ． Ｆ．，＆ Ｌｉ，Ｚ． Ｙ． （２００４）．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ｕｒｄｅｎ，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７ － 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庆国、董玄、孔祥智（２０２１）． 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２：１６５ － １８４ ＋ １２． 　
Ｍｅｎｇ，Ｑ． Ｇ．，Ｄｏｎｇ，Ｘ．，＆ Ｋｏｎｇ，Ｘ． Ｚ． （２０２１）． Ｗｈｙ Ｄｏ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１６５ － １８４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萨瓦斯（２００２）． 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Ｓａｖａｓ，Ｅ． Ｓ． （２００２）．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２０１０）． 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财政研究，：：９ － １７．
Ｓｕ，Ｍ．，Ｊｉａ，Ｘ． Ｊ．，Ｓｕｎ，Ｊ．，＆ Ｈａｎ，Ｊ． Ｋ． （２０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谭爽（２０１９）． 草根ＮＧＯ如何成为政策企业家？———垃圾治理场域中的历时观察． 公共管理学报，２：７９ －
９０ ＋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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